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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中国农业生产率增长

李谷成
Ξ

　　摘要 : 本文运用 DEA -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方法 ,对转型期中国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的时间演变和省区空间分布进行实证分析 ,将其分解为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

化和规模效率变化三部分。结论表明 ,转型期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为显著 ,各省区之

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较大 ,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征 ,这一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主要由农业前沿技术进步贡献 ,技术效率状况改善的贡献很有限。此外 ,农村经济制度

变迁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也是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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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 30年来 ,中国农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仅以占世界不到 10 %的耕地成功养活了占世界 20 %

多的人口 ,而且为世界反贫困治理和其他正受到食物短缺问题困扰的发展中国家做出了贡献。一般而言 ,经

济增长一部分来自于要素使用数量增加的贡献 ,一部分来自于要素使用效率提高的贡献 ,例如技术进步、专

业化分工等。与之对应 ,经济增长模式一般也具体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增长方式。事实上 ,西方学者曾

一度将中国视为“饥荒之地”,例如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可耕地面积缩减及综合生产能力薄弱等一系列

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农业的发展 ,但中国农业为什么能够在如此不利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呢 ? 毫

无疑问 ,这一方面来自于农业生产要素特别是现代农用工业品使用数量的大幅度增长 ;另一方面则主要来自

于农业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我们认为后者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更有意义 ,因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虽

然也可以获取高增长 ,但并不符合中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约束条件 ,国际经验也表明了这种增长模式的

不可持续性。在资源与市场等多重约束条件下 ,未来中国农业必须坚持走集约型增长的发展道路。在现代

经济学中 ,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方法主要是看全要素生产率 (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 ,实现经济增长方

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也就是要扩大 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不过 ,这一转变有着具体不同的实现

路径 ,例如依靠前沿技术进步、效率增进或者规模扩张等。

全要素生产率是与单要素生产率 (SFP ,如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衡量的是生产

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单位总投入 (加权后)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 ,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 ,产出增长

率超出加权要素投入增长率的剩余部分就是 TFP增长率。所以 ,在以往 TFP增长又经常被视为技术进步的

指标 ,但实际上它还包括了效率改善、要素质量提高、专业化分工、组织创新和规模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 ,集

中体现了生产单位的技术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成本控制能力和竞争力等。

正因为如此 ,TFP理论因其宽阔的视野得到了广泛应用 ,一直是实证研究的重点内容。在农业经济领域

内 ,如 Grilliches(1957) 、Alston (1998) 、McCunn和 Huffman (1998)对美国农业 , Hayami 和 Rutta (1970)对日本农

业 ,Rosegrant和 Evenson (1992)对印度农业 ,Coelli和 Prasada Rao (2003)对农业 TFP的跨国比较等。事实上 ,对

于人口众多但农业资源禀赋又十分不利的中国而言 ,TFP地位更加突出。林毅夫 (2000)曾将中国农业取得

成功的关键总结为农业科研、现代技术和家庭耕作制度三个方面 ,实际上这三者都可以通过 TFP的变动反映

出来。例如 ,McMillan (1989) 、Tang (1982)和 Wen (1993)等较早地对中国农业 TFP进行了研究。后来 , 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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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1997) 、Lin (1992)和 Kalirajan等 (1996)对中国农业 TFP增长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制度因素进行了分析 ,

其中尤以Lin (1992)最为经典。乔榛等 (2006) 、杨正林 (2007)等继续在Lin (1992)的 Griliches生产函数框架内

对农业制度变迁的 TFP增长效应做了扩展性研究。Huang和 Kalirajan (1997) 、Fan和 Pardey (1997) 、王红林和

张林秀 (2002)等则对农业 R&D和基础设施建设的 TFP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总的来看 ,这些研究得出了较

为一致的结论 ,为我们加深对中国农业 TFP增长的理解具有重要作用 ,近期较为详细的文献综述可以参考

Allan Rae和 Hengyun Ma (2003) 、Mead (2003)等。另外 ,韩晓燕等 (2005) 、赵蕾等 (2007)在上述文献对中国农业

TFP增长进行测算的基础上 ,对 TFP增长的收敛性做了进一步检验 ,在收敛性领域为丰富农业 TFP相关文献

做出了贡献。

不过 ,以往的研究大多立足于以生产者行为最优化为条件的新古典生产理论 ,隐含了一个假设条件———

完全效率假设 ,即生产者实现了生产前沿面上的生产。对于既定要素和产出品价格 ,给定技术条件和投入约

束 ,生产者产出实现了最大化 ;或者在既定技术条件和目标产出下 ,生产者投入实现了最小化。具体到 TFP

的求解上 ,这就将 TFP增长等同于技术进步 ,无法区分出效率提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不利于进一步寻找

TFP增长的源泉。经验研究也证明完全效率假设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适宜 ,这些国家由于市场体

制不完善等多种原因 ,生产者很难实现生产前沿面上的生产 ,而落在了生产前沿面内部 ( Felipe ,1999) 。宏观

上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已经经历了并仍然正在经历着经济与制度双重转型的发展中大国而言 ,必须充分考虑

实际存在的各种导致非效率因素的作用 ;微观上 ,因为农户生产与消费合一的“二重性”(不同于企业性质) ,

其仅仅是部分地参与本不完全的投入和产出市场 (弗兰克·艾利思 ,2006) ,不能充分利用其本来可以利用的

最高生产函数。因此 ,在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农业时 ,必须放松或修正完全效率假设。

通过放弃完全效率假设和构造生产前沿面来对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进行区分的生产前沿面方法应运而

生。生产前沿面方法的发展主要分为两个方向 :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参数方法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 ,SFA)为代表 ,沿袭传统生产函数 (增长核算方法)的估计思想 ,重点是确定一个合

适的前沿生产函数来描述生产前沿面 ,但其经常会因为需要事先预设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和非效率项的分

布形式而受到批评 ,因为当函数形式和非效率项分布形式存在误设时 ,就会产生偏差。以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为代表的非参数方法则通过纯数学的线性规划技术来确定生产前沿面 ,是

一种数据驱动的方法 ,不需要设定具体的函数形式和特定的行为假设 ,有效地避免了因为错误的生产函数和

非效率项分布形式而带来的偏差。与国外类似研究相比 ,将生产前沿面方法应用于中国农业生产率的研究

起步相对较晚。例如 ,Mao和 Koo (1997) 、Lambert和 Parker (1998) 、Wu等 (2001) 、孟令杰 (2000) 、陈卫平 (2006)

等从不同角度利用 DEA方法对中国农业 TFP进行测算 ,这主要集中于对 20世纪 90年代以前中国农业的研

究。而 SFA的应用则相对有限 ,Xu (1998) 、李谷成等 (2007 ,2008)分别利用来自江苏和湖北的微观数据分析

了农业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变化 ,亢霞等 (2005) 、曹日柬等 (2005)则分别利用 SFA方法对中国粮食和奶牛的

技术效率进行了分析。

整个转型期中国农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这其中 TFP扮演了什么角色 ? 其增长是如何演变的 ? 在各省区

间的表现又怎样 ? 本文主要利用 DEA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的 TFP增长进行集中研究 ,包括其时间

演变、空间分布模式、源泉分解及其增长因素方面的分析等 ,这可以丰富该领域内的相关文献。总的来看 ,论

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 : (1)不再单纯从 TFP增长角度进行分析 ,而是通过 DEA -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将其分

解为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 ,进一步寻找其增长源泉 ; (2)将时间维度扩展到 1978 - 2005年 ,对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业 TFP增长进行全面实证分析 ,这可以看做对早期文献大多对 90年代以前农业 TFP进行考察的一种

发展 ; (3)利用非参数 DEA分析 ,无需对具体生产函数和非效率项分布形式进行设定 ,从而避免了参数方法

可能产生的偏差和问题。

二、模型、变量与数据

论文将每一个省区农业当成一个独立生产单位置于相同生产技术结构下 ,运用由 Fare等 (1994)扩展的

DEA方法来构造每一个时期中国农业生产的最佳生产前沿面。最佳生产前沿面是评判单个生产决策单位

生产效率状态的基准 ,落在生产前沿面上的生产单位被称为“最佳实践者”,落在生产前沿面内部的生产单位

则被称为在技术上存在非效率。如果引入时间动态 t 的概念 ,通过把单个生产单位实际生产点与生产前沿

面上的映射点进行比较 ,可以在 TFP增长内部实现对技术效率变化 (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 ,TEC)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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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P)的区分 ,从而在整体上对 TFP增长进行分解。

假设 t = 1 , ⋯, T的第 k = 1 , ⋯, K个省份使用 n = 1 , ⋯, N 种要素投入 x t
kn ,生产 m = 1 , ⋯, M种产出 y t

km ,

在不变规模报酬 ( C)和要素投入强可处置性 ( S)条件下 ,可以定义参考技术 :

Pt ( x t | C , S) = { ( yt
1 , ⋯, y t

M) :∑
K

k = 1
zt

ky
t
km ≥ y t

km , m = 1 , ⋯, M ;

∑
K

k = 1
zt

kx
t
kn ≤ xt

kn , n = 1 , ⋯, N ; zt
k ≥0 , k = 1 , ⋯, K} (1)

　　z表示密度变量 ,反映单个生产单位 (DMU)评价技术效率时的权重 ,也是构造技术结构的参数。参考技

术 Pt包含了第 t 期所有投入、产出向量的可行集合。

技术效率可以被定义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生产单位的实际产出与其可能实现的最大潜在产出

的比率 :

Ft
o ( x t , yt | C , S) = max{θ:θyt ∈ Pt ( xt | C , S) } (2)

　　而基于产出的距离函数 (Distance Function)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实际达到的产出水平相对于作为

参考的生产前沿面上的映射点 (最大潜在产出)能够增加的最大比例。因此 ,其为技术效率指标的倒数 ,即 :

Dt
o ( x t , yt | C , S) = 1/ Ft

o ( x t , yt | C , S) = min{ <: ( yt/ <) ∈ Pt ( x t | C , S) } (3)

　　引入时间概念 ,将分析框架动态化。在 t 期的参考技术条件 (生产前沿面)下 , TFP增长主要用曼奎斯特

生产率指数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来表示 :

Mt
o = Dt

o ( xt +1 , yt +1 | C , S) / Dt
o ( xt , y t | C , S) (4)

　　但是 ,反过来也可以用 t + 1期的生产前沿面作为参考技术来衡量从 t期到 t + 1期的 TFP增长 :

M t +1
o = Dt +1

o ( x t +1 , yt +1 | C , S) / Dt +1
o ( x t , y t | C , S) (5)

　　因此 ,一般取 (4)式和 (5)式的几何平均值 ,根据 Caves等 (1982)的推导 ,可得 :

Mo ( x t +1 , y t +1 ; xt , y t) = ( Mt
o·M t +1

o ) 1/ 2 = TEC ( x t +1 , y t +1 ; x t , y t) ·TP( xt +1 , y t +1 ; x t , yt) (6)

　　即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被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 ( TEC)和技术进步 ( TP)两者共同的作用。进一步可以

通过构造可变规模报酬 (V)参考技术分离出规模效率 (SE)变化指数 S EC ( xt + 1 , y t + 1 ; xt , y t)和纯技术效率变

化指数 PTEC ( xt + 1 , y t + 1 ; x t , yt) 。

TEC ( x t +1 , yt +1 ; xt , yt) =
Dt +1

o ( xt +1 , y t +1 | C , S)

Dt
o ( x t , y t | C , S)

=
S Et +1

o ( xt +1 , y t +1)

S Et
o ( x t , y t)

·
Dt +1

o ( x t +1 , yt +1 | V , S)

Dt
o ( xt , yt | V , S)

= S EC( xt +1 , yt +1 ; xt , yt) ·PTEC( xt +1 , yt +1 ; xt , yt) (7)

　　因此 ,最终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可以被分解为 :

Mo ( xt +1 , y t +1 ; x t , y t) = TEC ( x t +1 , y t +1 ; xt , y t) ·TP( x t +1 , y t +1 ; x t , y t)

= S EC ( x t +1 , y t +1 ; x t , y t) ·PTEC ( x t +1 , y t +1 ; xt , y t) ·TP( x t +1 , y t +1 ; x t , y t) (8)

　　论文最终就是在 (8)式的框架内对转型期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估计及分解。按照 Coelli 和

Prasada Rao (2003)所提供的农业生产率求解与分析框架 ,论文在进行农业 DEA -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的测

算与分解中 ,主要确定投入和产出序列指标如下。

农业产出变量为 1978年不变价农林牧渔业总产值。采用广义农业总产值 ,主要因为可以与农业投入统

计口径保持一致 ,因为现有投入口径中农业劳动力、机械投入、役畜等都是广义农业口径。有些研究采用狭

义农业总产值占广义农业总产值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分离 ,由于要分离的投入指标较多 ,这同样会存在问题。

本文采用的是广义农业口径 ,Wu (2001) 、Coelli等 (2003) 、陈卫平 (2006)的相关研究也采取了这一处理方式 ,

实证表明这一处理方式在 DEA框架中是合适的。

农业投入变量包括劳动、土地、农业机械、化肥、役畜和灌溉 6个方面。(1)劳动投入 ,以农林牧渔总劳动

力计算 ,不包括农村从事工业、服务业等的劳动力 ; (2)土地投入 ,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计算 ,这比可耕地面积

更能考虑对土地的实际利用率 ,因为在中国农业复种或休耕、弃耕等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 (3)机械动力投

入 ,以农业机械总动力计算 ,包括耕作、排灌、收获、农业运输、植物保护机械和牧业、林业、渔业以及其他农业

机械 ,主要是用于农、林、牧、渔业的各种动力机械的动力总和 ,不包括专门用于乡镇、村组办工业、基本建设、

非农业运输、科学实验和教学等非农业生产方面用的机械和作业机械 ; (4)化肥投入 ,以本年度内实际用于农

业生产的化肥施用量 (折纯量)计算 ,这主要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等 ; (5)役畜投入 ,役畜在农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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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农业生产流动、农村运输以及耕作 ,论文采取本年度各省拥有的大牲畜数量中所包含的农用役畜数量计

算 ,农用役畜是指大牲畜中实际用于农林牧渔生产的部分 ; (6)灌溉投入 ,以每年实际的有效灌溉面积计算 ,

这等于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备的、能够进行正常灌溉的水田和水浇地面积之和。

考虑到西藏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资源禀赋条件和数据可得性 ,以及 DEA方法对异常数据非常敏感 ,实

证框架中没有包括西藏 ;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统一 ,将 1988年后的海南和 1998年后的重庆分别纳入广东和

四川之中。因此论文所使用的数据为中国 28个省级行政单位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在 1978 - 2005年 28年间

所形成的平衡面板数据 (Balanced Panel Data) 。所有样本均来自于官方统计 ,主要包括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农业年鉴》、《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新中国 55年统计汇编 1949 - 2004》、《中国畜牧业年鉴》和

一些地方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一)总量农业 TFP增长与源泉变化

从整体动态变化及其源泉来看 ,1978 - 2005年农业 TFP经历了程度较为适中的增长 ,年平均总增长率为

2. 80 % ,这丝毫不比同期中国整体经济和工业部门的 TFP增长水平逊色 ,例如可以对比颜鹏飞等 (2004) 、郭

庆旺等 (2005) 、王争等 (2008)的研究。从其他类似研究对比来看 ,顾海和孟令杰 (2002)认为中国农业总要素

TFP 1981 - 1995年年均增长 2. 97 % ,陈卫平 (2006)则认为农业 TFP在 1991 - 2003年年均增长 2. 59 %。从这

些研究时间维度上的扩展对比分析表明 ,我们测算出 2. 80 %的增长率还是具有可比性和可靠性的。从测算

结论看 ,转型期农业 TFP增长非常显著 ,体现了农业 TFP在整个农业增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一般认为

我国农业是传统落后的经济部门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根据 Schultz (1964)改造传统农业的经典思想 ,经过改

造的现代农业同样可以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不过 ,农业 TFP增长的具体模式与整体经济或工业部门相比却存在很大的特殊性或不同之处。1978 -

2005年整个农业前沿技术进步年均技术进步率为 4. 30 % ,农业技术效率改进指数却在不断恶化 ,年均下降

1. 40 % ,这主要由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年均分别下降 0. 80 %和 0. 60 %所致。这说明转型期农业

TFP增长的具体模式体现为农业前沿技术进步所做的贡献巨大 ,但技术效率状况处于不断恶化之中。也就

是说中国农业 TFP增长主要来自于“最佳实践者”的“最佳实践”,即“最佳实践”省份所主导的生产前沿面的

不断向外扩张上 ,具有明显的“增长效应”和“发散效应”;而由“落后者”省区所主导的对“最佳实践者”的“追

赶”方面所产生的“水平效应”和“收敛效应”严重不足 ,这是转型期中国农业 TFP没有获得更快增长的主要原

因。从与其他类似研究的对比来看 ,顾海和孟令杰 (2002)对 1981 - 1995年、陈卫平 (2006)对 1990 - 2003年及

李静等 (2006)应用 HMB指数法对 1978 - 2004年中国农业 TFP增长内部构成的研究均表明 ,TFP增长主要是

由技术进步推动的 ,而技术效率的下降则对 TFP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这种对比从整体上表明我们的研究

结论是非常可靠的。

整个农业前沿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损失并存的现象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较为完整的农业科学研究

体系在农业科研与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功。除了前沿技术进步以外 ,这还包括资本体现型的技术进步 ,例如现

代农业生产要素如化肥、农业机械化等的推广应用 ,更为广义的农业技术进步还包括生产经营管理技术等人

文社科性质的技术进步。但这也至少部分地说明了转型期中国农业在对现有资源的合理配置、现有农业前

沿技术的适应性改良、扩散和推广应用方面不太成功。如果长期只依靠于单纯的前沿技术进步 ,而忽视对既

有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技术效率的提高 ,那么其结果必将造成农业生产的低绩效和资源配置的浪费。

(二)农业 TFP增长与源泉的时间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从总量农业 TFP增长及其源泉的具体时间演变模式来看 ,整个 TFP增长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基本上是顺

周期的 ,也就是说其与整个农业增长的阶段和波动高度一致 ,基本不存在逆周期变化的情况。从整个时间演

变模式来看 ,大致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农业 TFP增长划分为 1978 - 1984年、1985 - 1991年、1992 - 1996年、

1997 - 2000年和 2001 - 2005年五个子阶段 (见图 1) ,而这与转型期中国农业增长的大致阶段划分也是一致

的。但是在不同阶段 ,农业 TFP增长却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时间增长特征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其时间

变化特征呢 ? 作为一个转型国家 ,中国已经发生了并仍然在发生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 ,其中农村经济制度变

迁是整个大规模制度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论文主要结合转型期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来分析农业 TFP

增长和源泉的时间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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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农业累积曼奎斯特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变迁示意图(1978 - 2005年)

在改革开放初期 1978 - 1984年的第一阶段 ,除了 1978 - 1979年、1979 - 1980年以外 ,整个农业 TFP迎来

了第一个高速增长期 ,年均增长 2. 50 % ,而如果不计算最初两年的话 ,那么 1980 - 1984年 TFP年均增长率高

达 5. 43 %。这一点应该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最初两年并没有为官方所正式承认有关 ,在一些地方政府

的默许或一些农民的自发摸索下 ,当时只是在局部地区进行了探索。不过因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

生产队绩效要明显高于其他生产队 ,到 1981年末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为务实的中央政府所接受 ,并迅

速得到大面积推广。其次 ,中央政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决定提高农产品收购政府牌价 ,减少国家

统派购数量。1984年与 1978年相比 ,整个农副产品收购价总体提高了 53. 6 % ,年平均提高 8. 9 %。政府还

开始开展议购议销、与农民签订定购合同 ,合同价格主要由政府与农民谈判达成 ,这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因此 ,一般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的政策性提价是第一阶段 TFP快速增长的主要贡

献来源。从第一阶段农业 TFP增长的内部构成来看 ,其主要由前沿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共同贡献 ,其中前沿

技术进步年均增长 2. 20 % ,技术效率指数年均增长 0. 30 % ,虽然两者发挥的作用不一样 ,但这是一种典型的

“双驱动”型增长模式 ,两者共同推动了农业 TFP的快速增长。

在经历了第一轮高速增长以后 ,农业从 1985年开始又重新陷入了困境。从农业 TFP增长来看 ,1985 -

1991年其也陷入明显停滞 ,年均增长率仅为 0. 50 % ,尤其是 1986年和 1989年还出现了负增长 ,这与当时整

个农业增长阶段的变化特征高度吻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次性增量效应到 1984年已经基本释放完

毕 ,在第二阶段农业贸易条件却重新出现了恶化。1985年开始实行按加权平均比例定价的合同定购 ,这虽

然保证了农产品的平均价格 ,却降低了边际价格 ,Lin (1992)表明这一变化使得向农民支付的边际价格下降

了9. 2 %。作为抑制通货膨胀努力的一部分 ,1987 - 1988年政府开始对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设置上限。对应

的是 ,1985年改革重点转向城市 ,工业品被允许以市场价格出售 ,使得农业投入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农业贸

易条件的恶化还加剧了农业资源向非农领域的流失。1984年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后 ,到 1988年 ,

乡镇企业数从 607万个增长到 1 888万个 ,总产值从 16. 98亿元增长到 70. 18亿元 ,雇佣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

比重从 14. 5 %增长到 23. 8 %(Lin ,2001) ,即农村工业化进程显著加速。尽管乡镇企业必须承担支援农业的

义务 ,但这一反馈机制实际上因为农业比较效益过低而非常有限。从制度变迁来看 ,我们认为第二阶段农业

TFP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 :农业贸易条件的恶化和乡镇企业主导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加速导致农业资源外流。

从 TFP增长构成来看 ,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前沿技术的缓慢进步和技术效率的高度损失并存 ,其中农业技术

进步指数年均增长 1. 60 % ,而农业技术效率指数年均反而下降了 1. 10 % ,这就大大抵消了农业前沿技术进

步对 TFP增长所做的贡献。

无论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 1992年的历史意义都不为过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使得整个宏

观经济市场化改革显著加速。在 1992 - 1996年的第三阶段 ,农业也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春天 ,其中农业 TFP

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年均增长高达 4. 20 %。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来看 ,这主要体现为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

的不断深化。党的十四大以后农产品统销制度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实现了购销同价和“保量放价”,市场定

价的份额越来越大 ,而政府还多次提高了粮食、棉花的收购价格 ,例如从 1992年 4月 1日起 ,粮食定购价提

高幅度达44. 7 % ,1993年出台最低保护价 ;1993年 9月 1日、1994年 9月上旬和 1995年 ,棉花收购提价幅度

分别达 10 %、64. 85 %和 28. 7 % ;1991 - 1996年 ,农副产品中政府定价比重由 22. 2 %减少到 16. 9 % ,政府指导

价由 20. 0 %减少到 4. 1 % ,市场调节价由 57. 8 %增加到 79. 0 %。这一时期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大高于同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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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速度 ,农业贸易条件的相对改善有利于农业比较利益的提高 ,给农业 TFP增长带来了

显著正效应。尤其是农业前沿技术进步速度更加明显 ,整个第三阶段农业技术进步年均增长 6. 90 % ,不过

农业技术效率仍以年均递减 2. 60 %的速度处于不断恶化之中。

1992年开始的宏观经济过热虽然在 1997年实现了“软着陆”,但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整

个经济却从此进入到了另一阶段 ,主要表现为通货紧缩、增长乏力和失业增加等。“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

业真危险”以及农村“三乱”成为当时农村利益失衡的集中体现 ,并首次出现了农产品结构性买方市场。在第

四阶段农业重新进入不景气状态 ,此时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了关注的热点。长期以来农民除了负担农业四税

以外 ,还要向乡镇政府和基层社区承担“三提五统”和各种集资摊派 ,以此承担基层政府和社区提供公共品的

成本。农民负担问题原来表现得并不严重 ,问题恶化主要发生在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 ,分税制基于原有

“财政包干”体制重新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但改革的不彻底性使得省级以下财权事权关系不明确 ,地方

财力纵向上移、事权相对下移 ,各种制度性矛盾主要集中在基层。农业税属于地方税种 ,和其他摊派、收费一

起构成了地方政府重要收入来源 ,支出刚性导致农民负担问题愈演愈烈。问题的表象根源于制度设计及其

所反映的利益格局 ,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成为成本的最终承担者 ,常以各种群体性事件和自己所能掌控的退

出权即“用脚投票”作为响应。第四阶段农业 TFP增长速度重新放慢 ,年均增长 2. 60 % ,尤其是 1998 - 1999

年仅增长 0. 30 % ,到 1999 - 2000年有所恢复 ,其他年份则实际上都是非常低的。在构成上 ,TFP增长也主要

体现为农业前沿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高度损失并存。

长期的农民收入增长低迷以及农业面临陷入衰退的可能 ,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进入新世纪以

后 ,也就是第五阶段 ,农业生产率增长出现了拐点。首先 ,2000年初中央政府在先期局部地区进行试点的基

础上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 ,2005年 12月 29日全国人大通过决议 ,从 2006年 1月 1日起全面废止《农业税

条例》。此次农村税费改革通过重构政府 - 集体 - 农民的利益分配格局直接扩大了农民的利益空间 ,极大地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其次 ,此次改革对农民所发出的信号含义也极其强烈 ,中央政府配套出台了许多

“支农、惠农、强农”政策措施。在 2003年初的农村工作会议上 ,中央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

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从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多予、少取、放活”,建设现代农业到全面推进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业和农民开始享受工业的“反哺”和公共财政的阳光。新世纪的农业改革极大地促进了

农业 TFP增长 ,年均增长高达 5. 00 % ,其中农业前沿技术进步指数年均进步率达 8. 20 % ,农业技术效率指数

年均退步 3. 00 %。不过在 2004年和 2005年农业技术效率状况持续改善 ,与高速度的农业前沿技术进步并

存。如果这种“双驱动”的农业 TFP增长模式能够持续下去的话 ,那么将可能意味着中国农业增长模式正在

经历着历史性转型。总之 ,2001 - 2005年整个农业重新焕发出了曾在第一阶段出现过的前所未有的历史发

展机遇。

(三)农业 TFP增长与源泉的空间分布

从农业 TFP增长及其分解的省区分布情况来看 ,转型期农业 TFP增长在省级层面上的差异非常明显 (见

表 1) ,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上海 ,最慢的是贵州 ,另外还有内蒙古、安徽和黑龙江是下降的。总的来看 ,大致可

以将 28个省区划分为 4组 :高速组、快速组、中速组和慢速组。纳入高速组的为三大直辖市 (上海、北京、天

津)和广东省 ,其 TFP增长速率要远远高于其他省区 ,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保持农业前沿技术快速进步的

同时 ,技术效率状况也得到了有效提升 ,规模效率状态也得到了持续改善。几乎所有的东部省区都被纳入到

快速组之中 ,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由农业前沿技术进步单独驱动 TFP增长 ,而农业技术效率则存在不同程度

的恶化。粮食主产区的中部六省则被全部纳入到中速组 ,它们作为“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的主角 ,整个转型期

其农业 TFP的增长表现并不理想 ,因此其农业增长更多可能是要素投入数量增长的结果 ,可持续性不强。各

西部省区的农业 TFP增长差异性较大 ,除了青海和陕西表现较为突出以外 ,大部分省区的表现都较为糟糕 ,

增长潜力很大。如果按照传统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来划分的话 ,则东部地区农业 TFP增长水平最高 ,西部

地区次之 ,反而是中部地区农业大省的 TFP增长表现比较糟糕 ,农业增效任务也最为艰巨。

从农业 TFP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 ,省区农业 TFP增长的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高度

的相关性 ,即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和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省区农业生产率增长相对较快 ,而经济发展落后的省

区农业生产率增长相对较慢。也就是说农业 TFP增长的高低会受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 ,省区经济

发展状况是影响农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典型的分税制条件下 ,地方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也就意味着

地方的财政支付能力越强 ,在中央转移支付一定的条件下 ,地方可以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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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等。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只是仅仅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 ,因为反过来也可以问 :省区经济发

展水平的差异又有多少是由省区农业生产率发展的差异贡献的呢 ? 其中极可能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双向因果

关系 ,即所谓的“良性循环”。

表 1 　　全国及各省区农业 TFP增长及其分解变化( 1978 - 2005年)

省份 技术效率变化指数
纯技术效
率变化指数

规模效率
变化指数

技术进
步指数
曼奎斯特
生产率指数 省份

技术效率
变化指数

纯技术效
率变化指数

规模效率
变化指数

技术进
步指数

曼奎斯特
生产率指数

上海 1. 000 1. 000 1. 000 1. 141 1. 141 湖北 0. 985 0. 991 0. 994 1. 035 1. 019
天津 1. 012 0. 994 1. 018 1. 074 1. 087 新疆 0. 987 0. 990 0. 997 1. 030 1. 016
北京 1. 004 1. 000 1. 004 1. 073 1. 077 广西 0. 985 0. 986 1. 000 1. 030 1. 015
广东 1. 001 1. 000 1. 001 1. 052 1. 053 四川 0. 986 0. 998 0. 988 1. 022 1. 008
高速组 1. 004 0. 998 1. 006 1. 085 1. 089 宁夏 0. 972 0. 958 1. 015 1. 034 1. 005
福建 1. 000 1. 000 1. 000 1. 043 1. 043 江西 0. 978 0. 987 0. 992 1. 026 1. 004
江苏 0. 993 1. 000 0. 993 1. 050 1. 042 河南 0. 973 0. 999 0. 974 1. 033 1. 004
辽宁 0. 991 1. 000 0. 991 1. 051 1. 042 湖南 0. 976 0. 985 0. 991 1. 028 1. 003
青海 0. 986 1. 000 0. 986 1. 052 1. 038 贵州 0. 973 0. 976 0. 997 1. 029 1. 002
山东 0. 982 1. 002 0. 980 1. 049 1. 030 中速组 0. 979 0. 986 0. 994 1. 031 1. 009
陕西 0. 988 0. 991 0. 997 1. 041 1. 029 黑龙江 0. 981 0. 996 0. 985 1. 017 0. 998
吉林 0. 986 0. 997 0. 990 1. 042 1. 028 安徽 0. 968 0. 984 0. 984 1. 031 0. 998
浙江 0. 991 1. 000 0. 991 1. 036 1. 026 内蒙古 0. 968 0. 982 0. 986 1. 021 0. 989
云南 0. 978 0. 982 0. 996 1. 049 1. 026 慢速组 0. 972 0. 987 0. 985 1. 023 0. 995
河北 0. 982 0. 996 0. 986 1. 041 1. 023 东部 0. 996 0. 999 0. 996 1. 061 1. 056
甘肃 0. 992 0. 998 0. 993 1. 029 1. 021 中部 0. 978 0. 991 0. 987 1. 032 1. 010
快速组 0. 988 0. 997 0. 991 1. 044 1. 032 西部 0. 981 0. 986 0. 995 1. 034 1. 015
山西 0. 979 0. 986 0. 993 1. 041 1. 019 总平均 0. 986 0. 992 0. 994 1. 043 1. 028

　　注 :本表中指数为各省份历年的几何平均数 ,所分四个组的各组平均数亦为纳入各组的省份的几何平均数。

另外 ,从所有省区的空间分布并结合时间演变模式来看 ,绝大部分农业 TFP增长表现不佳的省区农业的

共同特点就是农业技术持续进步与技术效率高度损失并存 ,农业技术效率状态的持续恶化抵消了农业前沿

技术进步为 TFP增长所做的贡献。从促进农业 TFP增长的角度出发 ,结合时间演变模式 ,高速组的“双驱动”

模式应该是未来中国农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也更应该成为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即在千

方百计促进农业前沿技术进步的同时 ,努力从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的角度消除各种制度性障碍 ,促进现存资

源的优化配置、前沿技术的推广和扩散 ,避免现存技术资源的浪费 ,提高农业技术效率水平 ,实现“两条腿走

路”。

四、基本结论

本文利用生产前沿面方法的非参数估计框架 (DEA分析) ,对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总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进行估计和测算 ,通过将其分解为农业前沿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变动来寻找 TFP增长的源泉 ,通过寻找

TFP增长的具体实现途径 ,希冀能够进一步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首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 TFP增长是比较明显的 ,为整个农业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并且这一贡献

基本上是顺周期的 ,即转型期农业 TFP增长与源泉的时间变动与整个农业增长的时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大

致可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 ,而在不同阶段的时间特点也不尽相同。而且 ,论文在上述阶段划分的基础之上 ,

还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影响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增长因素分析 ,这主要包括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产品价格体制改革、农业公共支出强度变迁以及农业税费体制改革等多个方面 ,更加丰

富了对农业 TFP增长变化的解释。

其次 ,整个农业 TFP增长内部的“增长效应”明显 ,“水平效应”相对很有限 ,即农业 TFP增长主要是由前

沿技术进步所贡献的 ,而农业技术效率状态的改善相对落后 ,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信号 ,必须在以后从

根本上加以解决 ,以谋求实现“双驱动”型的农业集约型增长。

再者 ,在农业 TFP增长及其构成的省际层面空间分布上 ,各省区农业 TFP增长与构成存在明显的差异

性 ,这应该与农业 TFP增长的“水平效应”相对有限相关 ,在空间演变上农业 TFP增长更多地体现为“发散效

应”,而“收敛效应”不足。而且这种省际层面上的差异特别地与各个省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呈现出高度相关

性。

从全文的实证研究来看 ,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理想的可持续模式应该是所谓的“双驱动”模式 ,即通过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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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技术进步与农业技术效率改善并存来共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这也是农业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具体

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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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永平)

(上接第 47页)度背景决定了中国对某些产业部门的持续保护 ,会降低其整体的竞争力 ,而当前必须敢于牺

牲某些部门的利益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另外 ,制度的制约导致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一直较低 ,其占

GDP的比重只有印度等国的 1/ 3左右①;而且长期以来对于教育和学术自由的某些限制也使中国教育的竞

争力较低 ,这些都是妨碍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对于教育尤其是

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 ,把教育作为当前农业劳动力顺利转移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②改变对农业劳

动力的态度、促进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无论是对我国工业化的顺利推进、城市就业水平的提高还是对国民经济

的发展和转型均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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